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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服务化与供应链安全

———来自跨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王厚双, 汪海峰

(辽宁大学
 

金融与贸易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等相关数据, 本文从供应链本土化与多元化双

重视角探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研究发现, 制造业服

务化显著提升了供应链安全水平。 异质性分析表明, 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

促进作用会因服务投入来源、 经济自由度、 国家发展水平以及行业智能化水平而表现

出异质性。 机制分析表明: 减少中间品进口、 促进内需主导化和引发跨境数据流动限

制是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供应链安全的有效机制; 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减少中间品进口与

促进内需主导化推动了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而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则会威胁供应链

安全, 但三者的总效应表现为对供应链安全的正向促进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 一国

制造业服务化会对他国供应链安全水平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 本文研究对中国加快

制造业服务化进程、 明确供应链安全水平提升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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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多重挑战交织叠加, 单边主义、 贸易摩擦等风

险因素不断冲击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并为各国产业链

供应链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何保障供应链安全成为各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确保粮食、 能源资源、 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着力提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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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在此背景下, 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重大决策部署。
当前, 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 中国以往依靠低廉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

为继, 与此同时, 美国等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的实体产业也造成了剧烈

冲击。 为此, 中国陆续出台了《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 指出要“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强调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 凸

显了服务化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关键地位, 制造业服务化已然成为中国提高核心

竞争力进而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重要手段。 那么, 制造业服务化究竟会对供

应链安全产生何种影响? 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这一影响是否会因国别、 行业或服务

投入来源而异? 一国制造业服务化会对他国的供应链安全产生溢出效应吗? 回答上

述问题, 既有助于拓展对供应链安全水平提升的动力机制的研究, 丰富有关制造业

服务化与供应链安全的研究内容, 也为中国促进供应链安全水平提升, 防范和化解

重大风险, 持续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依据。 与本文研究较为密切的文献有

两支:
一是有关制造业服务化经济效应的研究。 目前研究主要从全球价值链地位、 出

口贸易以及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考察制造业服务化的经济效应。 在全球价值链地位

方面, 相关研究表明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有效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Dai 等,
2024)、 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许和连等, 2017)、 提升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

地位(杜运苏和彭冬冬, 2018)、 推动价值链下游功能攀升(熊彬和罗科, 2023)、
促进出口增加值折返(盛新宇等, 2022)。 在出口贸易方面, 相关研究表明制造业

服务化能够有效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马盈盈和盛斌, 2018)、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袁征宇等, 2020)、 增加出口企业加成率(耿伟和王亥园, 2019)、 推动企业出口

贸易方式转型升级(丁一兵和孙艺宁, 2024), 进而扩大出口规模( Pattnayak 和

Chadha, 2022; 钱学锋等, 2020 ) 和拓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 刘斌和王乃嘉,
2016)。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相关研究重点关注制造业服务化对能源消耗强度(祝

树金等, 2020)、 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吕越等, 2023)、 碳排放( Zong 和 Gu, 2022)
以及出口隐含碳(Huang 等, 2022)的影响效应。

二是研究供应链安全指标测算和影响因素的文献。 在指标测算方面, 现有研究

多基于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外国依赖度和多元化程度衡量供应链安全水平(苏庆义,
2021; 段文奇等, 2023)。 在影响因素方面, 现有研究探讨了 FDI ( 陈强远等,
2021)、 知识产权保护(沈国兵和徐源晗, 2023)、 跨境电商(杨胜刚等, 2023)、 贸

易便利化(段文奇等, 2023)、 企业数字化转型(张鹏杨等, 2023; 巫强和姚雨秀,
2023)、 中间品来源多元化(Grossman 等, 2023)等因素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部

分学者则从供应链风险视角讨论了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因素, 认为从国外进口中间品

提高了企业采购成本与不确定性, 增大了供应链断裂风险 (段文奇和景光正,
2021)。 此外, 自然灾害(Carvalho 等, 2021)也会引发生产和运输系统瘫痪, 进而

导致供应链断裂。 从投入产出关联与供应链安全的关系来看, 张鹏杨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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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强和姚雨秀(2023)的研究与本文联系较为密切。 这些文献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转

型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梳理既有文献的结果显示, 学术界围绕制造业服务化与供应链安全展开了丰富

探讨, 但聚焦两者间关联的研究成果不多。 实际上, 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

影响早有体现, 服务化主要被视为通过无缝信息流实现产品与服务一体化交付的一

种手段, 能够加强制造业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共享(Kamal 等, 2020)。 制造

业服务化也增强了供应商与客户的联系, 供应商能够通过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动态,
有效解决生产和库存的过剩和短缺问题, 降低供应链波动性与不确定性(刘亭立和

云世纪, 2025)。 上述学者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生

产活动的影响, 但忽略了对供应链安全问题的研究, 未能阐明制造业服务化与供应

链安全之间的联系。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在研究主题上, 本文

不再局限于影响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的直接因素, 而是尝试从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角

度、 基于供应链本土化与多元化双重视角, 考察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影

响, 拓展了制造业服务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 为评估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供应链

安全稳定的作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 在研究内容上, 本文揭示了制造业服务化

影响供应链安全的内在机理。 研究发现, 减少中间品进口、 促进内需主导化、 引发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是这一过程的作用渠道, 从而为理解如何提高中国供应链安全水

平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第三,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制造业服务化对其他国家同一行

业供应链安全的溢出效应, 为全面理解制造业服务化的经济效应以及构建以内需为

主导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新的依据。

一、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在全球价值链、 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 各国面临制造业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随

着服务业的不断发展, 服务要素投入逐渐成为保障供应链安全、 支撑制造业高质量

增长的动力来源。 那么, 制造业服务化究竟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来影响供应链安全?
本文认为, 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中间品进口、 内需主导化、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三

种渠道影响供应链安全。

(一)中间品进口渠道

制造业服务化的本质是服务要素嵌入到生产和交换的各个环节。 在此过程中,
制造业服务化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成本降低效应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辐射至相关

制造业行业, 提高了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增值能力, 有利于强化竞争优势, 减少中间

品进口。 不仅如此,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增强了一国在增加值

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力, 进而促进了该国网络地位的提升(杜运苏和彭冬

冬, 2018)。 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表明一国开始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 其产出被

他国作为中间投入使用, 对中间品进口的依赖程度也会下降(Wang 等, 2013)。 根

据国际分工理论, 国际贸易推动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 为商品

和要素在国家间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少国家通过进口中间品带来的技术溢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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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学习效应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 因此, 中间品进口也成为一国满足经济增长需

要的关键着力点。 但与此同时, 进口也意味着竞争, 从国外进入的中间品会挤占国

内产品的市场份额, 如果本土生产者没有竞争能力, 极有可能产生完全替代风险。
高质量本土投入品能够强化产品竞争力, 藉由中间品替代效应减少进口中间品使

用, 进而促进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沈国兵和徐源晗, 2023)。 综上, 本文提出:
假说 1　 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减少中间品进口推动了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二)内需主导化渠道

返回增加值是指由一国原材料或中间品经生产或加工后出口至其他国家, 被其

他国家再次加工后通过进口方式从进口国或第三国市场返回国内, 以满足本国生产

和最终消费的分工形式。 返回增加值的增加反映出一国对“微笑曲线”两端的控制

力增强, 意味着一国由价值链“参与国”转变为价值链“主导国”, 同时构建了以内

需为主导的对外贸易新模式(刘斌等, 2018)。 得益于服务要素投入, 一国对制造

业相应部门优势的把控能力增强, 同时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市场需求( Salonen 等,
2017), 有助于明确技术创新方向, 更好地服务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内需主导化格局

的建设。 以内需为导向可以优化内部和外部环境, 从而促进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

升。 就内部环境而言, 国际分工致使各个国家分别承担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产

生了紧密的贸易联系。 然而, 若国外市场因遭遇偶发性冲击而出现需求不足问题,
服务于外需的本国生产者将会承受由此引发的产出下降乃至供应链断裂等一系列不良

后果。 反之, 以内需为导向的本土生产者能够根据国内消费者需求开展生产活动, 并

逐步完善供应链生产网络, 减少关键进口产品依赖, 从而促进供应链本土化水平的提

升。 就外部环境而言, 一国若以外需为导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会导致本国商品大

量进入国外市场, 挤占国外市场份额, 从而放大了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 而以内需

为导向则会削弱他国贸易保护动机, 保障了国内供给端的稳定(文武等, 2023)。 虽然

内需主导化可能倾向于减少对外依赖, 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全球价值链“脱钩”。 恰恰相

反, 内需主导化发展模式推动本土市场规模扩大, 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更多外资

(韩律等, 2023), 推动利用外资“提质增效”, 从而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 提高本土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了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综上, 本文提出:
假说 2　 制造业服务化通过促进内需主导化推动了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三)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渠道

制造业服务化容易引起他国的被动应对行为与主动干预行为, 不仅会导致供应

链各环节数据依赖性增强, 引发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 还可能推动全球价值链重

构, 使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 在被动应对方面,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

展增强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周念利和姚亭亭, 2021), 数字服务已成为制造业中间

服务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念利和包雅楠, 2021)。 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进程的加

速, 一国制造业对数据的依赖程度显著提升。 然而, 基于数字技术的跨境交付服务

贸易的快速发展, 可能会导致各国出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等目的对数据跨境

流动施加更多限制。 在主动干预方面, 制造业企业在生产环节中将部分服务投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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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外包给效率更高、 质量更优的专业服务机构, 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 企

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活动中, 能够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从而推动了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重构(罗军, 2018)。 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制造业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地位, 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导向制定了不同的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跨境

数据流动限制通过降低供应链效率与增加供应链不稳定性阻碍了供应链安全水平的

提升。 一方面,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要求数据在进行跨境传输时必须经历严格的安全

审查流程, 包括数据来源、 内容与传输目的等方面, 增加了政策合规成本。 不仅如

此, 跨境数据流动还涉及跨国公司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等多个环节, 严格的安全

审查延长了数据传输时间, 降低了供应链效率, 从而阻碍了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

升。 另一方面,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提高了政策不确定性。 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的考虑, 各国可能突然调整数据政策, 导致供应链中断, 企业需要重新评估和调整

供应链布局, 从而带来额外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投入。 供应链不稳定性增加阻碍了供

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基于此, 本文提出:
假说 3　 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引发跨境数据流动限制阻碍了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二、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考察制造业服务化能否有效推动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基准回归模

型设定如下:
SSC ijt = α0 + α1SOMijt + ∑control + γi + μ j + λ t + εijt (1)

式(1)中, 下标 i、 j 和 t 分别表示国家、 行业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SSC 表示供

应链安全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SOM 反映了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control 代表本文控

制变量的集合。 此外, γi 表示国家固定效应, μ j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λ t 表示年份

固定效应, εijt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 供应链安全(SSC)
本文借鉴苏庆义 ( 2021)、 段文奇等 ( 2023) 的做法, 从供应链进口集中度

(CSC)与供应链本土化(LSC)两个层面衡量供应链安全水平。 一方面, 供应链进口

集中度刻画了对国外中间品进口的依赖程度。 该值越大, 代表一国的中间品进口越

集中于少数国家, 供应链安全水平越低; 反之, 该值越小, 代表一国的中间品进口

来源越多元化, 供应链安全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 供应链本土化程度反映了一国生产

过程中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依赖程度。 该值越大, 代表一国的供应链对外依赖度越

低, 供应链安全水平越高; 反之, 该值越小, 代表一国的供应链对外依赖度越高, 供

应链安全水平越低。 供应链进口集中度与供应链本土化程度的测算方式如下:

CSC ijt =∑
N

k = 1

im j
kit

∑
N

k = 1
im j

kit
(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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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C ijt = 1 -
∑
N

k = 1
im j

kit

im j
iit + ∑

N

k = 1
im j

kit

(3)

式(2)和式(3)中, im j
kit 表示 i 国 j 行业生产过程中来源于 k 国的中间品投入,

im j
iit 表示 i 国 j 行业生产过程中来源于本国的中间品投入。 CSC ijt 表示 i 国 j 行业的

供应链进口集中度, 用 i 国从 k 国进口的中间品与 i 国进口中间品总额之比的平方

和衡量; LSC ijt 表示 i 国 j 行业的供应链本土化程度, 用 i 国生产过程中使用本国中

间品投入的比重来衡量。
2. 制造业服务化(SOM)
制造业服务化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参照杨玲(2015)的做法, 用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依赖度衡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首先,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计算制造业对所有中间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

amj = xmj / x j (4)
式(4)中, xm j 表示制造业 j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第 m 个行业的中间投入, x j 表示

制造业 j 的总投入, amj 代表了制造业 j 在生产过程中对第 m 个行业中间投入的直接

消耗。
其次, 从第 m 个行业的中间投入中筛选出 n 个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 并

基于相同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
anj = xnj / x j (5)

最后, 基于式(4)和式(5)计算制造业 j 对生产性服务投入的依赖度:

d j = ∑
n
anj / ∑

m
amj (6)

式(6)中, d j 表示制造业 j 对生产性服务投入的直接依赖度, 用制造业对生产

性服务投入的直接消耗系数之和占所有投入直接消耗系数之和的比重来衡量。
3.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供应链安全的相关变量。 参考王孝松等(2017)的做法,
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要素产出(wage), 用各行业单位就业人数的劳动报酬衡量;
资本劳动比(KL), 用各行业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比值衡量; 资本深化(KV), 用各

行业资本存量与行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 劳动成本(lnLAB), 用各行业劳动报酬取

对数衡量; 中间品投入(lnII), 用各行业中间品投入取对数衡量。

(三)数据说明

本文的初始研究样本来源于 2016 版本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①。 该数据

库涵盖了 2000—2014 年 43 个国家(地区)②56 个行业的基础经济数据。 制造业服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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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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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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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n / wiod / wiod-2016-release(访问日期 2023-05-20)。

本文提到的“国”“国家”均指“国(地区)”“国家(地区)”。 限于篇幅, 具体国家(地区)信息备索。 凡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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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中涉及 18 类制造业①, 生产性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

分类(2019)》进行界定, 结合世界投入产出表共筛选出 20 类生产性服务业行业②。 控

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 WIOD 社会经济账户。 本文最终采用 2000—2014 年 43 个国家

(地区)、 18 个制造业的样本进行基准回归。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1 汇报了基准回归模型式(1)的回归结果。 列(1)和列(2)为同时控制国家—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 列(1)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 SOM 的系数

显著为正, 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本土化程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列(2)结果

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 SOM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制造业服务化明显降低了供应链

进口集中度, 提升了供应链多元化水平。 列(3)和列(4)控制了国家、 行业以及年

份固定效应, 列(3)中核心解释变量 SOM 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列(4)中核心解释变量 SOM 对供应链进口集中度的负向影响也依旧显著。 上

述结果证明, 制造业服务化在保障供应链安全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是推

动供应链安全水平提升的重要增长极。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LSC CSC LSC CSC

(1) (2) (3) (4)

SOM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 R2

0. 262∗∗∗ -0. 058∗∗∗ 0. 285∗∗∗ -0. 034∗∗

(0. 025) (0. 018) (0. 024) (0. 017)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11
 

497 11
 

497 11
 

497 11
 

497

0. 954 0. 920 0. 773 0. 664

注: ()内为稳健标准误, ∗、 ∗∗和∗∗∗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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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增强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从供应链风险敞口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制

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 借鉴 Baldwin 等(2022)的做法, 采用中间品进口

增加值与总增加值之比衡量供应链风险敞口。 计算公式如下:

VA = (V / X) × L = (V / X) ×( I - A) -1 (7)

式(7)中, VA 表示增值矩阵计算公式, V 表示行业增加值, X 表示总产出, L
为 Leontief 逆矩阵( I-A) -1。

假定增值矩阵 VA 中各项元素为 vabi
cj , 角标表示由 b 国 c 行业流向 i 国 j 行业。

基于此, 可以得出供应链风险敞口:

SCE ij = ∑
b≠i

b
∑

c
vabi

cj / ∑
b

∑
c
vabi

cj( ) × 100 (8)

式(8)中, SCE ij 表示 i 国 j 行业供应链风险敞口, 等式右边分子表示 i 国 j 行业

从国外所有行业购买的中间品增加值, 分母表示 i 国 j 行业从国内外所有行业购买

的中间品增加值。 供应链风险敞口 SCE ij 越大, 表明供应链安全水平越低。
供应链风险敞口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2 列(1)。 结果表明, 核心解

释变量 SO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以直接依赖度衡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事实上, 也有部分学者运用完全消

耗系数法测算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刘斌和王乃嘉, 2016; 许和连等, 2017)。 为了

增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参照刘斌和王乃嘉(2016)的做法衡量制造业服务化

水平, 并再次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见表 2 列(2)和列(3)。 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

量 SOM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 增强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考虑极端值影响

本文将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考虑在内, 对所有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运用剔

除 1%和 99%极端值后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2 列(4)和列(5)。 可

以看出, 在剔除极端值后, 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均未发生明显变

化, 再次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4.

 

考虑金融危机影响

本文基准回归样本的时间为 2000—2014 年, 但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

击对供应链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 可能导致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偏误。 因此,
为了规避这一影响, 本文剔除了 2008 年和 2009 年的样本, 并重新进行回归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2 列(6)和列(7)。 结果显示, 在剔除异常时期样本后, 制造业服务

化对供应链安全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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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稳健性检验

项目

供应链风险敞口 完全消耗系数法 考虑极端值影响 考虑金融危机影响

SCE LSC CSC LSC CSC LSC CSC

(1) (2) (3) (4) (5) (6) (7)

SOM

观测值

调整 R2

　 -0. 184∗∗∗ 　 0. 280∗∗∗ 　 -0. 102∗∗∗ 　 0. 260∗∗∗ 　 -0. 036∗∗∗ 　 0. 286∗∗∗ 　 -0. 039∗∗

(0. 011) (0. 023) (0. 014) (0. 020) (0. 013) (0. 026) (0. 019)

11
 

497 11
 

497 11
 

497 11
 

497 11
 

497 9
 

964 9
 

964

0. 836 0. 774 0. 668 0. 773 0. 679 0. 773 0. 659

注: 加入了国家、 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 下表同。

(三)内生性问题

本文旨在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 前文已基本证实了制造业服

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正向影响, 然而供应链安全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倾向于推动

制造业服务化以期创造持续的比较优势。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

问题, 本文借助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其一, 使用核心解释变量

SOM 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IV1, 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自身相关, 满足相关

性条件; 同时其与扰动项不相关, 符合排他性要求, 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选择标

准, 回归结果见表 3 列(1)至列(4)。 其二, 借鉴陈东和秦子洋(2022)的做法, 使

用移动份额法构造 Bartik 工具变量 IV2, 用核心解释变量的初始份额以及总体的增

长率模拟出估计值, 该值与真实值高度相关, 但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 本文构建

Bartik 工具变量如下:
　 　 　 　 　 　 　 　 　 　 　 BIVijt = Ggt × L. SOMijt (9)
　 　 　 　 　 　 　 　 　 　 　 Ggt = SOMgt / L. SOMgt (10)
式(9)中, 下标 g 表示除本国外全球其他国家, BIVijt 是本文构建的 Bartik 工具

变量, L. SOMijt 代表滞后一期的各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Ggt 表示除本国本行业外

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增长率, SOMgt 表示除本国本行业外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水

平。 工具变量 BIVijt 与核心解释变量 SOM 高度相关, 同时在控制了国家、 行业以及

年份固定效应后, 不会与其他影响各国各行业供应链安全的随机扰动项相关, 可以

在较大程度上解决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Bartik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见表 3 列(5)至列(8)。
表 3 的估计结果表明,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回归系数均显

著, 说明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SOM 高度相关。 第二阶段结果显示, 制造业服

务化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回归结果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 弱识别检验结果均大于

10%的临界值。 这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后, 本文关于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

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的结论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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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内生性问题

项目

IV1 IV2

SOM LSC SOM CSC SOM LSC SOM CSC

(1) (2) (3) (4) (5) (6) (7) (8)

SOM

IV1

IV2

KP
 

rk
 

LM 值

KP
 

rk
 

Wald
 

F 值

观测值

调整 R2

　 0. 241∗∗∗ 　 -0. 090∗∗∗ 　 0. 230∗∗∗ 　 -0. 094∗∗∗

— (0. 029) — (0. 017) — (0. 029) — (0. 018)
　 0. 822∗∗∗ 　 0. 822∗∗∗

(0. 012) — (0. 012) — — — — —

　 0. 825∗∗∗ 0. 825∗∗∗

— — — — (0. 012) — (0. 012) —

932. 515 932. 515 915. 235 915. 235
— [0. 000] — [0. 000] — [0. 000] — [0. 000]

4
 

765. 562 4
 

765. 562 4
 

571. 597 4
 

571. 597
— {16. 38} — {16. 38} — {16. 38} — {16. 38}

10
 

729 10
 

729 10
 

729 10
 

729 10
 

729 10
 

729 10
 

729 10
 

729

— 0. 300 — 0. 013 — 0. 299 — 0. 013

注: []
 

内为统计检验的
 

p
 

值, {}内为
 

Stock-Yogo
 

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下表同。

(四)异质性分析

1.
 

服务投入来源差异

考虑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 制造业消耗的服务业中间投入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

两部分。 那么,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会因服务投入来源的不同而对供应链安全产生异

质性影响? 为此, 本文分别测算国内与国外投入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指标, 并分别

放入回归中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列(1)和列(2)表明, 国内投入来源

的制造业服务化显著提高了供应链本土化程度、 降低了供应链进口集中度, 说明国

内投入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显著提升了供应链安全水平; 列(3)和列(4)表明, 国

外投入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显著降低了供应链本土化程度、 提高了供应链进口集中

度, 说明国外投入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显著降低了供应链安全水平。 通过对比可以

发现, 相比于国外投入来源, 国内投入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更有利于供应链安全水

平的提升。 这可能存在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 国外投入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使

国内行业对国外服务投入产生依赖, 不利于一国自主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 从而

对供应链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 国内投入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是一国实现

产业结构升级能力的重要体现, 促进了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2.

 

经济自由度差异

良好的贸易环境是一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 在国际市场中, 各国的经济

自由度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 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是否会因经济

自由度的不同表现出异质性? 为此, 本文以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经济自由度的代理

变量( freedom), 将样本国家划分为高经济自由度和低经济自由度两个子样本,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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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量与制造业服务化的交乘项 SOM × freedom 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 数据来

源于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数据库①, 回归结果如表 4 列(5)和列(6)所示。 列(5)
表明交乘项 SOM × freedo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相比于高经济自由度的国

家, 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自由度较低国家供应链本土化程度的积极影响更大;
列(6)表明交乘项 SOM × freedo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相比于高经济自由度

的国家, 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进口集中度的负向影响在低经济自由度的国家当中

更强。 综上可知, 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自由度较低国家供应链安全水平的影响更

强。 这可能是因为经济自由度较低的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 而发达国家较早实现

了制造业服务化, 相比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促进

作用较小。

表 4　 异质性分析 1

项目

国内服务投入 国外服务投入 经济自由度

LSC CSC LSC CSC LSC CSC

(1) (2) (3) (4) (5) (6)

SOM

SOM×freedom

freedom

观测值

R2

　 0. 616∗∗∗ 　 -0. 142∗∗∗ 　 -0. 787∗∗∗ 　 0. 328∗∗∗ 　 1. 095∗∗∗ 　 -0. 213∗∗

(0. 019) (0. 013) (0. 033) (0. 039) (0. 133) (0. 104)
-0. 012∗∗∗ 0. 003∗

— — — —
(0. 002) (0. 002)

0. 003∗∗∗ -0. 001∗∗∗
— — — —

(0. 001) (0. 001)

11
 

497 11
 

497 11
 

497 11
 

497 11
 

227 11
 

227

0. 797 0. 669 0. 779 0. 672 0. 779 0. 666

3. 国家发展水平差异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 供应链安全意识受国家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 与发

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保障供应链安全的意识和能力较弱, 由此可能导致制造业

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基于此, 按照成员方是否属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将样本划分为 OECD 经济体与非 OECD 经济体, 并按照基准回

归模型进行分样本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5 列(1)至列(4)。 其中, 列(1)和列(3)的

估计结果表明, 制造业服务化均显著促进了 OECD 经济体与非 OECD 经济体供应链

本土化水平的提升。 列(2)和列(4)的估计结果表明, 制造业服务化显著降低了非

OECD 经济体的进口集中度, 而对 OECD 经济体进口集中度的影响并不明显。 由此

可知, 制造业服务化对非 OECD 经济体供应链安全的促进作用更强。 这可能是因

为: 一方面, 非 OECD 经济体本就处于价值链相对低端环节, 对国外供应链依赖度

较高, 相较于 OECD 经济体, 制造业服务化能够增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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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对非 OECD 经济体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 非 OECD 经济体制造业服

务化转型起步较晚, 与 OECD 经济体相比, 其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不易受到其他经济

体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的影响。
4. 行业智能化水平差异

智能化程度反映了行业的技术水平。 一般而言, 智能化程度越高的行业技术水

平越高, 技术水平差异可能带来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差异化影响。 基于

此, 本文以机器人安装存量加 1 取对数作为行业智能化水平 AI 的代理变量, 将行

业智能化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的交乘项 SOM × AI 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
数据来源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数据库①, 回归结果见表 5 列(5) 和列(6)。
列(5)表明交乘项 SOM × A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制造业服务化对智能化水平

较低行业供应链本土化的促进作用更强。 列(6)表明交乘项 SOM × AI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 说明与智能化水平较高的行业相比, 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进口集中度的

抑制作用在智能化水平较低的行业中更为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 智能化水平较低的

行业往往缺乏技术手段应对供应链中的不稳定性, 抗风险能力不强, 而制造业服务

化通过提供非技术性支持、 优化供应链配置等手段显著弥补了这一不足。

表 5　 异质性分析 2

项目

非 OECD 经济体 OECD 经济体 行业智能化水平

LSC CSC LSC CSC LSC CSC

(1) (2) (3) (4) (5) (6)

SOM

SOM×AI

AI

观测值

R2

0. 274∗∗∗ -0. 078∗∗∗ 0. 299∗∗∗ -0. 014 　 0. 318∗∗∗ -0. 014
(0. 038) (0. 023) (0. 028) (0. 021) (0. 026) (0. 018)

-0. 039∗∗∗ 0. 007∗∗

— — — —
(0. 004) (0. 003)

0. 013∗∗∗ -0. 002∗∗

— — — —
(0. 001) (0. 001)

2
 

890 2
 

890 8
 

607 8
 

607 10
 

977 10
 

977

0. 804 0. 653 0. 767 0. 682 0. 757 0. 674

(五)影响机制检验

参照江艇(2022)的做法, 构建式(11)计量模型, 以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

链安全的影响机制。 mechanism 为与理论机制分析对应的渠道变量, control 代表一

系列控制变量。

mechanismijt = β0 + β1SOMijt + ∑control + γi + μ j + λ t + εij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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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减少中间品进口渠道

将中间品进口取对数(lnimpii)纳入机制分析模型中, 以验证中间品进口在制造

业服务化影响供应链安全中的作用, 数据来源于 WIOD 数据库①, 回归结果见表 6
列(1)。 可以看出, 制造业服务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制造业服务化减少了

中间品进口。 结合理论机制分析可知, 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减少中间品进口来实

现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假说 1 得到验证。
2.

 

促进内需主导化渠道

参照文武等(2023)、 刘斌等(2018)的做法, 用返回国内增加值与内需或外需

引致附加值之和的比值作为内需主导化(ddd)的代理变量, 以检验内需主导化在制

造业服务化影响供应链安全中的作用, 指标的测算数据来源于 UIBE
 

GVC
 

Indicators
数据库②, 回归结果见表 6 列(2)。 可以看出, 制造业服务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制造业服务化明显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内需主导化。 这验证了制造业服务化

可以通过促进内需主导化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 假说 2 得到验证。
3.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渠道

参考 Ferracane 等(2020)的做法, 测算行业层面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 制造

业数据强度用数据生产部门在制造业中的投入占比表示, 数据生产部门参考 Calvino
等(2018)的方法进行划分③。 用同一时期同一行业内除本国外其他国家跨境数据流

动限制指数的均值作为他国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水平的代理变量 odfr, 以检验跨境数

据流动限制在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供应链安全中的作用, 指标测算所需数据来源于

ECIPE-DTE 数据库④和 WIOD 数据库, 回归结果见表 6 列(3)。 可以看出, 制造业

服务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制造业服务化引发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 结合

理论分析可知, 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引发跨境数据流动限制降低了供应链安全水平,
假说 3 得到验证。

表 6　 影响机制检验

项目
中间品进口渠道 内需主导化渠道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渠道

(1) (2) (3)

SOM

观测值

调整 R2

-0. 724∗∗∗ 0. 524∗∗∗ 0. 419∗∗

(0. 070) (0. 128) (0. 199)

11
 

497 11
 

497 10
 

418

0. 979 0. 735 0.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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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资料来源: 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的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 数据库), https: / / www.
rug. nl / ggdc / valuechain / wiod / wiod-2016-release(访问日期 202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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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数据库, http: / / gvcdb. u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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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具体数据生产部门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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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拓展分析: 溢出效应

Helm(2020)认为, 某一行业的需求扩张会对相关行业在本地以及周边地区扩

大就业和投资规模产生积极影响, 而且这种外溢效应会沿着供应链在更大范围内传

导。 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存在紧密的贸易关联, 供应链任一环节受到影响都将传

导至上下游企业(Hertzel 等, 2008), 进而直接威胁其他国家的供应链安全。 根据

世界投入产出表, 世界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贸易关系形成了反映世界整体格局和贸

易关联的全球价值链网络, 导致一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可能通过全球价值链网络传导

至其他国家, 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供应链安全。 基于此, 参照 Acemoglu 等(2020)、
蔡宏波等(2023)的做法,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以检验制造业服务化的溢出效应。

SSC ijt = α0 + α1SOMgjt + ∑control + γi + μ j + λ t + εijt (12)

式(12)中, SOMgjt 表示除本国外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其他设定同模型式(1)。
此外, 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 SOMgjt 与供应链安全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 首先, 采

用除本国本行业外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滞后一期与核心

解释变量相关, 与扰动项不相关, 符合工具变量选取标准, 回归结果见表 7 列(1)
和列(2)。 其次, 参照赵奎等(2021)的思路构建 Bartik 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
利用核心解释变量 SOMgjt 的基期值与各年的增长率模拟出各年的估计值, 令其和

扰动项无关而与核心解释变量 SOMgjt 高度相关, Bartik 工具变量的构建方式如下:
　 　 　 　 　 　 　 　 BIVgjt = SOM2000

gjt × (1 + G jt) (13)
　 　 　 　 　 　 　 　 G jt = (SOM jt - SOM2000

jt ) / SOM2000
jt (14)

式(13)和式(14)中, BIVgjt 表示除本国本行业外全球制造业服务化的工具变

量, G jt 表示 j 行业第 t 年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增长率, SOM2000
gjt 表示基期(即 2000

年)全球 j 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利用 Bartik 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的基准回归结果见

表 7 列(3)和列(4)。

表 7　 进一步分析: 溢出效应

项目
LSC CSC LSC CSC

(1) (2) (3) (4)

SOM

KP
 

rk
 

LM 值

KP
 

rk
 

Wald
 

F 值

观测值

R2

　 0. 078∗ 　 -0. 128∗∗∗ 　 0. 116∗∗∗ 　 -0. 129∗∗∗

(0. 045) (0. 041) (0. 042) (0. 035)
2

 

557. 692 2
 

557. 692 3
 

656. 376 3
 

656. 376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3. 9e+04 3. 9e+04 6. 7e+04 6. 7e+04
{16. 38} {16. 38} {16. 38} {16. 38}

10
 

731 10
 

731 11
 

497 11
 

497

0. 275 0. 011 0. 276 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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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列(1)和列(3)显示, 制造业服务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一国的制

造业服务化水平会对他国供应链本土化程度产生积极影响; 列(2)和列(4)显示,
制造业服务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一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能够阻碍他国供

应链进口集中度的增加。 综上, 一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会对他国供应链安全产生

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换言之, 制造业服务化产生的影响既能保障本国供应链安

全, 也能对他国供应链安全产生有利影响。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WIOD 数据库行业层面数据, 从供应链本土化和多元化双重视角实证

检验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及内在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制造

业服务化有助于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

立。 第二, 制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水平的促进作用因国家、 行业以及服务投入

来源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自由度较低、 发展水平较低国家以

及智能化水平较低行业供应链安全的积极影响更强。 同时, 国内服务投入来源的制

造业服务化对供应链安全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第三, 制造业服务化不仅可以通过减

少中间品进口和促进内需主导化来推动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 还可能引发跨境数

据流动限制进而威胁供应链安全。 第四, 拓展性分析表明, 一国制造业服务化会对

他国的供应链安全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上述研究对中国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明确供应链安全水平提升的动力机制具

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 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有效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 但制造业

服务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应充分重视制造业服务化的积极影响, 提

高服务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 同时, 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 促进供应商多元化,
建立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 提高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 第二, 减少中间品进

口、 促进内需主导化与引发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是制造业服务化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

渠道。 因此, 应采取措施提高本土企业关键中间品自主生产能力、 扩大本土市场需

求规模以及加强与各国在数据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另外, 考虑到一国制造业服

务化对他国供应链安全的正向溢出效应, 中国应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 《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贸合作平台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制定国

际经贸规则, 共享服务化发展红利。 第三, 适度减少政府干预, 降低服务化企业制

度性交易成本。 对于智能化程度较低行业, 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 对于智能

化程度较高行业, 着力扩大制造业服务投入种类和范围, 积极拓展服务应用场景。
引导和鼓励本土制造业企业以国内服务投入作为服务化的主要动力来源, 并提高国

内服务中间品的供应效率和稳定性, 从而减少对国外进口中间品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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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Chain
 

Secur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

WANG
 

Houshuang,
 

WANG
 

Haife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Trade,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WIOD
 

database
 

and
 

related
 

sources,
 

this
 

study
 

in-
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on
 

supply
 

chain
 

security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upply
 

chain
 

loc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rvitiz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upply
 

chain
 

secur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servitization
 

on
 

supply
 

chain
 

security
 

exhibits
 

variations
 

depen-
ding

 

on
 

service
 

input
 

sources,
 

economic
 

freedom,
 

national
 

development
 

levels,
 

and
 

indus-
try

 

intelligence
 

level.
 

Mechanism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reducing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s,
 

promoting
 

domestic
 

demand-driven
 

growth,
 

and
 

triggering
 

cross-border
 

data
 

flow
 

restrictions
 

are
 

effectiv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servitization
 

affects
 

supply
 

chain
 

security.
 

Among
 

these,
 

servitization
 

enhances
 

supply
 

chain
 

security
 

by
 

reducing
 

intermediate
 

goods
 

imports
 

and
 

promoting
 

domestic
 

demand-driven
 

growth,
 

while
 

cross-border
 

data
 

flow
 

re-
strictions

 

pose
 

threats
 

to
 

supply
 

chain
 

security.
 

However,
 

the
 

overall
 

aggregate
 

effect
 

shows
 

a
 

positive
 

impact
 

on
 

supply
 

chain
 

security.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a
 

country􀆳s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generate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other
 

countries􀆳
 

supply
 

chain
 

security
 

level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accelerate
 

the
 

servitization
 

process
 

and
 

clarify
 

the
 

driving
 

mechanisms
 

for
 

impro-
ving

 

supply
 

chain
 

security.
Keywords:

 

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Security;
 

Supply
 

Chain
 

Lo-
calization;

 

Supply
 

Chain
 

Import
 

Concentration;
 

Dual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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